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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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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

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

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

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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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Nostalgia in Rural Community Under Post-Ethical Context

WANG Hua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Recession of ethics and break-up of community have been the most obvious symbols in the post-
ethical context. Benefit outweighs ethics, and market outweighs ethics, hence the tangible, intangible, personal and 
social rural areas are all squeez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quietly disappearing. It has been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villages are splitting and ethics are becoming blank. By constructing new nostalgia in the rural world, we are 
trying to awaken the rural world and explore the ethic community in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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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是中国社会的根与脉，伦理是乡土中国的

血与肉，乡土伦理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传统中国

的真实面貌，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映射当下中国的

现实语境。在城市化、商业化和信息化的共同裹

挟与排挤下，乡村快速陷入单一化、空壳化的尴

尬之地，农民逐步陷入原子化、利益化的疏离之境，

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

争之事实。市场与资本的普遍介入，正日益瓦解、

破坏旧的乡村共同体和伦理生态，当下，整个乡

土社会已经进入“去共同体”的城乡一体化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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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边缘化并存的后伦理时代。伦理衰退和共同体

解体已经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

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

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

土均因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陷入悄然消失的困

境。针对后伦理这一时代语境，通过想象和寻找

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冀可以唤醒尚未完全

沉睡的乡村与乡民，重新发掘乡土中国伦理式共

同体在新时代的价值担当与现实诉求。

一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与象征，乡村一直以

来不仅是人们生活、生产和交往的最重要空间聚

集地，而且也是整个社会架构的最根本组织方式。

乡村代表着乡土在空间意义上营构的意象和在时

间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它是各种关系相互交织和

各种命运彼此依存的统一体，乡村本身就是最具

传统特质和历史根基的命运共同体和伦理后花园。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乡

土性的，我们的根就在“终老是乡”的农村。“无

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

从三家村到几千户的大村。”[1] 不论是小到一个家

庭，还是大到一个乡镇，这种基于小农而建构起

来的社区观念或共同体意识，一直是维持农民“生

于斯、死于斯”伦理价值取向的主要现实力量与

道德支撑。农民与土地早已连结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乡村共同体，他们的一切由乡村所

赋予，乡村就是他们的整个舞台与全部世界。乡

村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农民扮演绝对的主角。

由乡村和农民主导的伦理秩序已经在中国持续数

千年，即便在“去乡土化”的 21 世纪，我们多多

少少依然可以感受甚至触碰到那股自带清香的“土

气息、泥滋味儿”。

这种“土”是与生俱来的，家族、宗族、血缘

和地缘等字眼均透露出传统社会的乡土化空间形

态与社会格局，它们构成全体乡村社会成员生活

和伦理的共同纽带，不断夯实着人们交往、理解

和互助的共同基础。弗里德曼认为“几乎在中国

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社

会的基本单位”[2]，马克思 • 韦伯也认为中国是一

个“家族结构式的国家”[3]。在传统的乡村世界，

人们分享共同的土地，拥有共同的居住村落，共

守默许的乡土伦理秩序。彼时的乡村明显是一种

同质性、自给自足和自治型的社会，集体意识和

整体观念占据乡村大小事务的主导位次，乡村社

会成员通过团结互助实现自我主人翁意识的巩固

与强化，尽管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受到集体影响

甚至遮蔽的隐性主体性。所以，安土重生、落叶

归根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它的影响力时至当下

在那些乡村留守者和坚守者以及与乡村藕断丝连

的城市外来打工人员等特殊群体中间依然强大。

不过，维系传统中国的这条主线已经难以阻挡时

代变革的步伐，而且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中面临

随时崩裂的危险。当下的乡土社会可谓危机四伏，

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儿时曾经美好的乡村逐渐由自

己世界的中心变成现实世界的“他者”。所以，

任何意义上的离土离乡必然导致乡村共同体的裂

变，也必将引起“看似过时”乡村伦理的衰落。

人们不得不直面乡村发展的悖论和乡土命运的悲

剧，然而对此我们并非束手无策，也不能坐视不管，

因为乡村振兴是建构更加美好未来共同体的必然

选择。

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进程持续而深

入地推进，整个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摧枯拉朽般

的变革，传统事物存在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农业

文明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村庄空

壳化、空心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市民化、他者化，

越来越多的土地闲置化、荒漠化，这些都是这个

时代刻在乡土世界最明显的印迹。现代化带来的

变革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让他们无所适从

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经济与政治方式的改变，更

是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伦理观念的改变。道德的

基础已经松动，伦理的秩序开始混乱，21 世纪带

来的不只是后现代，同时带来了后乡土和后伦理。

表面上看，高楼林立的城市和遍地开花的工厂象

征着个人和社会共同的飞速进步，然而钢筋水泥

背后塑造和凸显的更多的是个人生存的器物化和

社会关系的冰冷化。曾经作为评价个人标尺和社

会架构基石的伦理被束之高阁，它被城市扩张和

市场经济蔓延的浪潮掀翻而被深深遮蔽。

过去左右人们生产生活的伦理精神，在维系涂

尔干所谓的“环节社会”中曾经表现为高度的格

局统一，人们在生活方式、生产过程、价值观念、

精神信仰和生态秩序等方面共同发出统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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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普遍一致的伦理精神和共同体意识。但是，

这一切终究抵不过城市化和商业化带来的巨大诱

惑和空前机遇，进城成为无数农民的最高愿望和

最大梦想。伴随着这一由乡及城的离乡潮，大量

所谓的乡村精英选择背井离乡去广阔的大城市开

拓另一片新天地，其看似简单离场背后，造成了

乡村世界伦理秩序的混乱化和人际关系的利益化。

乡村最核心的东西被抽离，剩下的已经变成一盘

散沙般的存在，过去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宗族基

础之上的伦理共同体正在陷入不断被消解被抛弃

的困境。整个乡土世界再也没有了昔日真正的主

角儿，唯有挣扎于城市边缘的“他者”。

二

共同体是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样态，整个

乡村世界秩序的维持和格局的稳定均得益于各种

共同体生态能够保持相对平衡。不论以什么样的

视角来看，共同体都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常态。“我

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

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

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

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

种形式的公社中。”[4] 家庭和氏族都是共同体在

历史上的不同表现形态，它们不仅是乡村成员主

要的生存空间，而且是人类伦理精神的起源之处。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与空间延续，乡村共同体

早已成为乡土中国的品质与底色，人们对过去的

记忆几乎全部是通过对各种各样乡村共同体的亲

身体验而得以保留和沉淀，乡土的历史厚重感和

伦理认同感伴随着乡土记忆的深化同时获得提升

和强化。

共同体与乡村的互动与融合，在凸显中国传统

文化极富“天人合一”气度的同时，为人们建构

了一个“有温度、有温情”的熟人圈子。生活于

其中的乡民，常常是感性大于理性，伦理大于法治，

人们靠着默认一致的关系原则实现彼此间的团结、

互助、和谐与共生。“共同体是一个温心而又舒

适的地方，一个温馨的场所，在改善我们共同生

活心愿的引导下，我们可能友善地争吵，以便使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5]33 鲍曼所想象的共同体必

定是超越理性、法律和利益的伦理共同体，而这

样的共同体只能建立在乡村世界独有的熟人型社

会中。显而易见，伦理在乡村社会扮演着精神传

承载体的角色，它比那些直接影响我们的诸如村

落、祠堂、戏台等肉眼可见肉体可触的乡土意象

更具象征意义与标识功能。

即便是这样一个在乡土中国有着深厚道德、信

仰与情感基础的乡村共同体，也很难在城市化和

商业化的双重冲击与诱惑下而独善其身。在后乡

土时代，乡村走向没落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作为乡村精神支柱的伦理本

身的利益化和真空化。乡村不再是人们曾经温馨

而安全的身心港湾，它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之下开

始变得支离破碎，过去由家庭、社区、宗族和信

仰所组成的坚固而强大的共同体日渐被瓦解。当

下的乡村空间整体上从曾经美好的共同体蜕变为

充满想象的乌托邦，一切关于过去的记忆被无情

地封存于现实所有的残酷中。难道乡土的过去真

的已经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在阻挡人们对美好乡

土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伦理共同体绝不会仅仅停

留在乌托邦的幻觉中，它更多地承载着人们想象

未来共同体的新乡愁，让伦理回归乡土必将预示

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复兴，并进而推动乡村

振兴梦想的实现。

无论人们对乡村过去的记忆多么美好，也不论

人们对乡村怀有多么深厚的认同感，在当下乡土

社会中出现的伦理错位与断裂现象已经严重到不

容忽视的地步。如若我们再不采取及时有效的回

归与拯救措施，恐怕那些逝去的美好很可能将变

成永久的记忆而被遗弃和忘记。当下时代的尴尬

在于，长久以来维系乡村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

日渐被消解，而新的伦理意识和精神还没有形成，

整个乡土世界处在一个失范和失序的状态，它表

明伦理在个体与共同体中的双重缺席与缺失。“现

代性的分裂还表现为普遍价值的缺失，在现代社

会，人们不是生活在某种精神共同体中，而是锁

闭在各自私人空间的精神单子。”[6] 共同体意味

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连结，而伦理成为连结个

体与共同体的重要纽带，通过对共同伦理的默许

与认同，共同体可以实现对整个社会原子化和隔

离化趋势的抑制，进而为乡土留住最后的精神乐

园和后伦理语境下的新乡愁。

新乡愁可以为人们在后伦理时代带来归属感

和认同感，因为它能够弥补城市化和市场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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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意义丧失和精神迷失，在提升个体存在感

和主体感的同时，为重构共同体提供更多的现实

基础。“人类的精神不能在任何一条隔离的窄道

上走得太远：那儿必须有人类群体，必须有崭新

的刺激，必须有同类人的激情和交流。”[7] 城市

化和商业化虽然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流动

和自主，但同时也让他们失去只有共同体方可给

予的安全、稳定与和谐。“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

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

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8] 因为

在一个格式化、原子化和区隔化的商业时代，人

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同体。

只可惜，现实还是给了乡土沉重一击。该走

不该走的都走了，该分不该分的也都分了，乡村

变成空壳般的存在，成为城市化的弃儿。曾经在

乡土社会拥有权力、地位和威望的乡村精英们，

绝大部分早已选择逃离乡村到城市开辟新天地，

剩下的唯有老弱病残，他们根本无力撑起复兴乡

村伦理和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任，也无力营构乡

村世界的美好生活，更无力承载乡村的未来命运。

从流动到离土，乡村遭遇强烈的撕扯感和分裂症，

诗意的乡村日渐成为关于乡土中国的美好记忆，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伦理理想伴随

着城市信仰的崛起和商业至上信念的泛滥而彻底

化为泡影，徒留一个个空心化的落寞村落和反乡

愁的中国式乡愁，这是后伦理时代人们患上的浪

漫望乡病。乡愁综合征将人们拖入传统的模糊记

忆和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

中国式城市化在乡土世界引起连锁反应，传统

乡村共同体在城市推土机式的暴力扩张过程中变

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过去在乡村拥有非同一

般话语权和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家族，随着家族内

部大量成员的离开而一次次“瘦身”，整个家族

的影响力日益降低，凝聚力不断减弱，昔日的“大

家”变成今日的“小家”。过去在“大家”中普

遍存在的等级和秩序等伦理观念，在“小家”中

的影响力与约束力明显式微，其结果是曾经在解

决乡村问题过程中被普遍遵守的“默认一致”原

则已经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伦理共同体随着利

益共同体地位的持续上升而逐渐衰落，甚至被人

嘲笑和遗弃。在当下，人们只能活在过去的回忆中，

只可惜这仅有的记忆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记

忆的模糊直接造成乡村的认同危机。无论是对作

为传统农民身份的认同，还是对作为进城农民身

份的认同，均遭遇双向意义上的危机，似农非农、

似城非城的尴尬与迷茫，一直困扰着留守在乡村

的农民和进城寻找另一个自己的农民。对他们当

中的绝大部分人而言，过去已去，想要的未来却

始终没有到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从本

质上讲就是一种共同体文化；甚或说，乡村本就

是共同体。因而，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

困境，最终还得需要通过共同体的方式得以解决。

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

共同体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状态的，并有机地

浑然生长在一起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9]。

共同体代表人类原始的存在方式与自然的生活形

态，在其中人们是利益共享、责任同担、同生共

存的和谐体。滕尼斯的观点与鲍曼对共同体的解

释颇有相似之处。鲍曼认为，共同体“之所以会

给人不错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

含义——它所传递出的含义都预示着快乐，而且

这种快乐常是我们想要去经历和体验，但看起来

又可能是因为没有而感到遗憾的快乐”[10]。这不

禁使得我们联想起传统乡村共同体在人们内心深

处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温馨记忆，那是一幅休戚与

共、和合共生、普惠共享的和谐画面。在城市化

和商业化一路高歌的当下社会，如此和谐美好的

乡村图像必然会不断勾起那些乡村“逃离者”对

新乡愁的无限想象与渴求。

传统共同体的衰落曾经引发滕尼斯的痛苦之

情和悲观之念。过去充满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共同

体，已经无力抵抗以利益联盟为根基的现代社会

的侵袭，传统乡村共同体深陷被城市、商业和信

息等现代文明一点点撕裂和解构的漩涡，曾经熟

悉的命运共同体处在选择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乡民与乡村之间空间距离持续扩大、精神裂痕

愈加明显的现实面前，重构新乡村共同体势在必

行，涂尔干、杜威和鲍曼等人对重构共同体的关

注与探索给予我们很大启示。马克思虽没有对共

同体概念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但其整个思

想体系却处处蕴含着关于共同体的思考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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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密切，前者是后

者存在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存在的方式；所以，

马克思提出的“类”概念本质上就是对共同体的

历史唯物主义表达。后来他将其升华为“自由人

联合体”，而“自由人联合体”正是马克思心中

真正而理想的共同体，进而被他列为人类社会全

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涂尔干对历经动荡和变革的

社会同样抱有希望，他相信旧共同体的解构必然

会为新共同体的再构提供可能的契机。“任何社

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

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

和人格性。”[11] 涂尔干希望建构一个基于共同信

仰和相同情感的总体性团结机制，在避免现实社

会带给个体孤独、割裂、失范和迷茫的同时，营

构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伦理统一体。

与之类似，杜威也批判现代自由对传统社群式

存在方式的破坏与解体。他指出，原子性在取代

个体社会性的同时，彻底捅破了共同体存在的关

系网络，人类也因此失去了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

共同体依靠。他认为，为了重新建构一个全新的

共同体，个体和整体需要被再次整合和统一起来，

舍弃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牺

牲个体性，其成员自身没有得到发展的共同体将

是一个贫乏的共同体”[12]；牺牲社群性或整体性，

共同体将不成其为共同体。鉴于共同体自身及其

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埃德加 • 莫兰将整个社会界定为复杂性共同体，而

且是一种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复杂性共同体。鲍

曼则进一步指出，共同体兼具温馨、安全、和谐

等特征，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获得

身份认同，并重新激起对传统共同体的怀念之情。

在科技高度发达和文明持续提升的 21 世纪，共同

体缘何越发担负起表达乡愁的重任，原因就在于

传统乡土精神的存在、延续与消解与共同体的现

实命运休戚相关。当不断陷入现代性、后现代性

的漩涡而无法脱身时，人们开始对现代社会带来

的精神失依、道德失范和伦理失力表现出质疑和

不满。他们希望乡愁不再只是想象，而是真真切

切回归到现实中，让乡土精神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再现一个传承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新乡村共同体。

在乡土文化影响力和辐射面日益式微的当下

中国，如何重建一个全新的乡村共同体，马克思、

莫兰、费孝通等共同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以深度

依靠、融合伦理的共同体复兴之路。事实上，伦

理是最具中华传统文化气质的元素，伦理和共同

体本是一体并相互支撑，对共同体的想象、期待

和重构离不开乡土世界的伦理嵌入。一个家庭就

是一个共同体，一个村庄也是一个共同体，一个

乡镇也是一个共同体，传统中国乡村是一个建立

在宗法、家族、血缘和邻里等基础之上的伦理共

同体，乡村问题必然要通过伦理来寻求解决自身

问题的办法。高宣扬认为，埃德加 • 莫兰为人类的

未来道路设计了一个必选项，“道路问题，归根

到底，就是伦理问题。”[13]2 世界是复杂的，伦理

也是复杂的，莫兰的复杂性伦理理论为解决当下

时代所深陷的普遍化困境提供了一种元视角和新

思路。通过关注现代人的历史遭遇、生存困境和

现实迷失，莫兰希冀用伦理帮助人类寻找一条走

出生命与精神双重困境的道路，并最终将人类归

结于自我、自然和社会相互连结、彼此依靠的命

运共同体。这一切，对于亟需伦理重构和传统复

兴的当下中国乡土世界而言，其意义非同一般且

极具方法论价值。或者说，莫兰关于共同体的伦

理性阐释与当下中国正在广泛而深入推进的“乡

村振兴”战略，以及积极倡导并推动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设计之间存在诸多不谋而合之处。莫

兰对伦理和共同体的双重思考，为在全球范围内

倡导伦理回归和共同体重构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和

实践意义上的双重基础。

伦理共同体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科技、城

市、商业和信息等最具 21 世纪时代特征现实元素

的共同制约和夹击下，那些仍然留守在农村的人

和那些已经完成由乡及城的空间转换之人，如何

生存以及何以同生共处。现实环境看起来已无法

给予乡土文化足够的存在空间，而且乡土文化也

似乎已无力满足千变万化的现实对经济、社会和

伦理的新需求。传统中国乡村由田园式的、充满

和谐互助精神的“熟人社会”，变成不再诗意的、

个体化的“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

过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和责任感基本不复存在。

然而，对那些逃离乡土想在城市混个脸熟的都市

农民而言，空间上的位移并没有给其带来多少身

份认同感和现实存在感，他们进入的是另一个更

加陌生的社会。过去建立在信任、情感和道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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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伦理秩序与关系格局早已瓦解，人们成为最

陌生的“熟悉人”。这就是乡村人面临的时代尴

尬与现实野蛮。衣锦了，却不想还乡，他们眼中

所谓的“功成名就”不过是城市化过程中微不足

道的小事儿。当然，如此的进退两难并非没有解

决之道，伦理可以帮助人们“抵抗世界的残酷和

人类的野蛮”[13]288。面对现实的困境和精神的迷失，

莫兰提醒人类应该拿起伦理的武器，为自己重构

一个充满“宽厚、同情、宽容、仁慈”[13]290 的伦

理共同体。

传统中国乡村在形成渊源、历史根基和现实

指向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共同体特征和伦理指

向。诚如“天人合一”“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等传统文化理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经典概括，中

国历来就是一个充满乡村共同体意蕴的国家。所

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多元一体”是乡

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架构方式，共同体是乡村生

活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它承载并见证着乡土文明

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农民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

安全庇护和精神认同的满足也同样得益于共同体，

这是时代赋予乡愁的新内涵。因而，从共同体的

角度来看，乡愁“指的是一种深层的家国认同，

是现代人在宇宙时空中的本体归属感”[14]。只不

过现代化进程让人们在“温水煮青蛙”般的现实

中逐渐失去了基于乡土中心和真实自我的归属感，

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和行动，伦理必将从中心滑向

边缘，直至有朝一日被完全淹没于城市化、商业

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为了阻止伦理彻底退出乡

土历史舞台悲剧命运的发生，重构乡村共同体已

然成为当下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历

史曾经为乡村共同体夯实过广泛而稳固的伦理基

础。“村庄共同体成员与生俱来的共同地域环境

使其先天的具有某些共同的偏好、倾向和旨趣。”[15]

无论是否依然生活于乡村，村庄共同体成员对乡

土的体验与记忆不仅属于行将逝去的过去，而且

会影响到他们在城市空间中新的身份认同与情感

归属，这本身就体现了共同体无法抹去的伦理意

蕴。基于此，在乡村共同体意识日益式微的当下

时代，重构乡村共同体必须以伦理为切入点，以

便让乡村回归到其作为空间与精神双重家园的本

真角色。这是人们在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

共同冲击乡村现实生活各个角落背景下对互助、

共生而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以伦理共同体为根

基的新乡愁再次向我们昭示，过去虽已行远，但

未来绝对可期。

最后还需要搞清楚另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

共同体和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滕尼斯

指出，传统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有机

统一体；涂尔干则认为，传统共同体是基于集体

意识的机械聚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滕尼斯和

涂尔干对共同体和社会关系的划分是彼此对立的，

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关联又区别的二向逻

辑关系。也就是说，传统共同体是一种建立在看

似机械结合基础上的有机共同体，而社会则是一

种建立在看似有机结合基础上的机械共同体。滕

尼斯和涂尔干关于共同体表面对立实则相通的阐

释，为我们思考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回归

与复兴提供了一种理论启示。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如何在高度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 21 世

纪找到重构乡村共同体和振兴乡村的现实路径，

而非过多地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

不言而喻，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不应当继续背

负贫穷、落后的旧包袱，也不应当继续呈现愚昧、

狭隘的旧形象，相反，新时代的乡村应该承载新

的共同体诉求和伦理高度，因为传统在保持自我

的同时，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以便在新时代留下

更具时代性的伦理印痕。“我们身上总是带着印痕，

谁也不是一张白纸……我们不只是为我们的基因

所烙印，如现在人们所说的，而且也是被社会化

了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进入我们所处身的世界和

传统。” [5]12-13 首先，乡村的伦理架构必须从过去

单一型的德高望重者或村干部个体权威向综合型

的“多位一体”权威转变，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

赋予乡村的现实使命与伦理担当。其次，乡村传

统文化是整个乡土世界的存在基石和认同根源。

虽备受城市化、商业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多重冲击，

但乡村依然是后伦理时代共同体最后的文化乐土

和精神家园。缺少传统文化支撑的乡村，必然空

洞而孤独。最后，传统乡村共同体曾经给予广大

乡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存在感必须在共同体的

重构中得以保留甚至强化，同时适度发展乡村经

济以推动“产业兴旺”，进而夯实伦理在新乡土

空间存在和延续的基础，为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提

供全新的伦理与经济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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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乡村共同体是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判断

与伦理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福

祉的未来判断与中国方案。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蕴

育着丰厚而悠远的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华根性文

化的乡土文化必然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厚的共同体

意蕴。乡村共同体理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面向全

球语境，更是源自中华传统的，它是中国为 21 世

纪“地球祖国”贡献的新范式和新智慧。从“村”

到“地球村”，我们仍然共同生活在一个彼此关联、

相互依靠的空间同一体中，任何单向、区隔和失

衡的思维与行动都是对个体和整体不负责任的做

法。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探索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到 2012 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

念，再到 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以及

之后习近平在各种重要场合详细阐释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

时代最强音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担当与风范。

数千年的中国乡土历史表明，乡村共同体不

应当淹没甚至消失于现代城市文明之中。作为“新

乡愁”的表达路径与呈现方式，伦理共同体绝非

是对过去旧乡村共同体的简单模仿与再现，相反，

它是一种走进传统、关爱自然和亲近生态的全新

共同体形态。后伦理时代所谓的“新乡愁”具有

明显的复杂性、多元性和跨时空性，它应当属于

整个地球社会、惠及所有人。然而，所谓的“新

乡愁”绝不是田园牧歌般的世外桃源，也不会是

经济至上的利益统一体，它是建立在乡土世界“绿

水青山”基础上的新乡村伦理共同体，更是追求

“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指南。概而言之，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国典型乡土精神，

重新发现“乡土中国”，能够为后伦理时代重构

乡村共同体提供价值保障，为全球化时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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